【如正式引用，须自行核实】
何婉瑜副教授的口述校史

学生记者  黎婉婷  梁佩玲  蔡小静

一、采访时间

2009年9月29日

二、采访地点

何婉瑜副教授家

    三、人物简介

何婉瑜，副教授。1934年1月生于佛山的一个从商家庭，抗战后回到乡下。1956年本科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1971年于广州中医学院（我校前身）从事寄生虫学教学工作。1993年退休。

采访者：您是1971年才到我们学校任教的吧，那您之前是在哪一间学校工作的呢？

何教授：我以前是在广州外语学院过来的。
采访者：您以前是我们学校寄生虫教研室的任教老师吗？
何教授：是的，寄生虫教研室。
采访者：您1971年在我们学校任教时，教研室有几位老师？

何教授：我初来的时候包括我也只有两个教师，一个技术员，后来就增加了一个技术员。
采访者：您刚到我们学校教学时，教学设备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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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教授：我来的时候，设备都比较差。我们那段时间教学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好的显微镜。
采访者：当时用的显微镜是怎样的显微镜呢？

何教授：就是一般实验室用的，很普通的那种显微镜，后来才有那个奥林巴斯的是比较好的。
采访者：我们现在用的是奥林巴斯。而且，人手一台。

何教授：你们真是太幸福了，我都不知道你们现在已经用到那些镜了。我们以前教师用的也是很普通的，不过也不需要放大倍数太高的，我们主要用于看虫卵标本。到后来我差不多退休，很辛苦才申请到一个是教师专用的奥林巴斯。
采访者：学生有足够的显微镜用吗？

何教授：有，每人一台普通的显微镜。假如是一般寄生虫学的实验课，不一定要用到奥林巴斯这么高级的，一般就是倍数差不多，镜头比较好的就可以了。
采访者：他们平常上实验课是怎样上的?

何教授：看整个大班的情况来分小班上课，我们一般实验课都是小班上课的。因为太大又管不了，仪器也有问题，另外不容易照顾每位学生，就是一个小班一堂实验课。我们上完一段时间的理论课就有实验课，不过也不一定每节理论课都安排实验课，是根据上课的内容，难度来安排实验课的。有时候就几个虫合在一起上，比如说线虫，有时候绦虫，原虫是单个上的，因为原虫那些实验难度比较大。现在看来，你们的显微镜都很够用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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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说你们这么幸福，现在的学生都用到了这些镜。我们那时候很辛苦，学校的数量不多，所以个个教研室都想有一个好的仪器，这对以后的研究工作都有帮助。那时就看，一些确实很需要的，也是一些大的科室才配给你，有一些教研室不一定能配得上。
采访者：你们以前没有用到奥林巴斯显微镜，用普通的显微镜观察虐原虫标本，能够观察得到吗？

何教授：疟原虫看得到……用一般的高倍显微镜头是看得到的。因为这个要看病人血液里边的原虫数量到底有多少。假如比较严重的病人，他的血液里面原虫就比较多，容易找到。有一些不多的就难找一些了，那就看做的这个标本的质量了。
采访者：实验室的实验标本从哪里来的呢？
何教授：很多寄生虫的标本都是我们的老师自己做的，因为去买虫卵标本很贵，以前患寄生虫病的病人比较多，所以我们经常去附院弄一些病人的粪便回来制作标本，很脏的，那时候条件比较艰苦的。有些标本是购买进来的，后来陆陆续续购买进来的，不是一下子就大批量购买的。由于我们学校的李国桥老师在70年代初期带领“523小组”在海南防治疟疾，所以当时有些疟原虫标本也是他们那边制作好了带回来的。
采访者：解放前血吸虫病情况比较严峻，是吗？
何教授：血吸虫病，我们上课的那时情况已经不是这样了。解放初期血吸虫病是很厉害的。解放后已经少了，那时说基本消灭了血吸虫。后来，还有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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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您刚进我们学校的时，老师的居住条件怎么样？
何教授：那个时候的条件都比较差，我没有分配到宿舍。中午的休息时间一般都是在大课室后面的小室里用两张床板拼起来休息。一直到70年代中后期我们才分到两房一厅的房子，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采访者：您进来时我们学校有几个学院、哪几个专业呢？
何教授：我进来的时候就只有中医学院。后来才有针灸系、医疗系。
采访者：中医学院里面还有分科吗？
何教授：中医学院在上课期间就不分那么细了，到实习的时候才分科实习，如妇科、骨科、内科、外科等等。 
采访者：我们学校当时在社会上的地位是怎么样的呢？
何教授：广州中医学院在全国来讲是有名的。因为历史时间比较长，另外开始的时候，全国才有4间，我们就是其中一间。
采访者：那个时候国家领导会不会对中医学院比较重视？
何教授：都比较重视。但是在拨款和设备方面就没有西医那么多，因为整个规模相对比较少。西医相对时间比较长，同时它的规模也比较大，当然在西医方面给的资源就比较多了。
采访者：我们学校在培养中医人才方面有什么特色呢？
何教授：培养中医有段时间是“带徒”。这个“带徒”并不是指现在招的那些学生，“带徒”多数是老中医的子女，跟着自己父母去学习中医，不过这些现在就很少了。现在都是培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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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的那些。
采访者：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的教育状况怎样？
何教授：文革时期个个都被赶到乡下，都是搞农业劳动。老师就下干校，学生就下乡做知青。没有课上了。
采访者：“干校”是指什么？
何教授：“干校”，就是干部学校。特指“文革”那段时间按照“五·七”指示精神建立起来的、接收干部和知识分子劳动改造的基地，搞农业劳动的。我去的时间不长，我去了一年，因为有一些人一开始就去了好几年了。我因为是教生物的，就在干校里面养猪，搞发酵饲料。那段时间下田就比较少，就在小小的实验室里搞的。
采访者：您下放到干校以后就到我们学校任教了吗？
何教授：那段时间到过干校的那些人，有的就回到原本的单位，有的就被分配到其他单位，那时候因为这里需要寄生虫学老师，我就从原单位调过来，那段时间就是这样调动的。
采访者：您刚到我们学校工作时，招进来的学生文化程度怎样呢？
何教授：因为1971年那段时间下乡做知青的学生很多，他们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的小学都没有读过，有的读了一点就下乡了，有的是读过初中，少部分是读到高中的。有的是保送进来，是地方政府推荐的。那个历史时期像现在那么正规，通过高中毕业，一年一年，一批一批招进来已经是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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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会不会对你们的教学造成一定困难？毕竟文化程度不一样。
何教授：会有的，你要照顾一下文化程度低的那些学生。后来就要帮他们补文化课了，要上大学，文化课是一定要补的。不过他们在学习方面很用功的，那种求知欲望比较强。经过艰苦锻炼，天天在下面搞农业，很希望回城，又有机会读书，那个心情和态度就已经很不同了。
采访者：1977年我们学校已经恢复高考招生，那个时候招进来的学生是怎样的状态，比起之前的学生，文化素质会不会好一点呢？
何教授：恢复高考后招进来的学生文化素质都比较好，比较整齐，毕竟都是高中毕业生了。一般考上大学的都比较认真的，他们大部分都是很热爱中医，这点很关键。其实我觉得你们真正学下去中医还是蛮好的。有些学生考上来，自己看不起自己，总觉得中医跟西医不同。当你们学进去，中医还有很多学问的，但也不能纯中医，现在的中医学生，也应该要多关注，多学习一些现代医学。我个人觉得中医要发展还要中西医结合。
采访者：那您对中西医结合有什么看法呢？
何教授：我觉得中医和西医都有各自的长处和不足之处，应该要取长补短。中医辨证施治，这个很重要的。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对象，它所用的药都不是千篇一律，它加加减减的那些都是辨证施治里面的一个体现，在这一点上西医就欠缺了一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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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觉得中医要发展，要补足它不足的地方，很需要中西医结合。在我任教期间学校就已经开设了西中班，由学院开办的，有2年制，也有3年制。当时有很多西医学院的医生来学中医，现在就有一些学生留在这里，这些也是很不错的。而我们中医学院的医生，有的因为工作的需要，或者要在某些方面深入的研究，他们也会到西医学院去学习的。
采访者：这种方式对中医的发展来说有一定的帮助吗？
何教授：那当然有一定的帮助，我觉得纯粹是中医的话，要弘扬和发展是有一定的困难。
采访者：当时我们学校对西医基础课程的重视程度高吗？例如免疫学，病原微生物学。
何教授：那段时间没有专门西医的免疫学这门课，只是微生物学里面的一部分。那你要这样看，因为我们是中医学院，不是纯粹的学中医，还要学西医的，为什么呢？你治病不可能单是中医基础还要西医基础的。所以我们这门课叫西医基础，一二年级就要开始学的。你没有这个基础什么部位都不知道的话以后怎么去治病。因为看病不可能只用中医，还要涉及到一些西医的方法，所以当时的4个中医学院都是有开西医基础课程，不单只是我们学校。不过在教学课时上的安排就有差别了，我们是中医学院，不可能像西医院校那样开那么多西医基础课，对比之下还是中医课程多一些。
采访者：1986年我们学校建校30周年，那个时候全校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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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是怎样庆祝的呢？有搞一些晚会之类活动的吗？
何教授：这些晚会活动我们就较少参加演出了，只是去观看。主要是学生参加的。
采访者：2003年，全国都爆发了非典，作为医学院，我们学校当时采取了什么措施预防非典的呢？
何教授：预防方面就搞凉茶，我觉得在防预非典期间，学校都做得不错了，经常在饭堂煮一些凉茶给学生和教职工喝，平常在预防流感方面也会有凉茶喝。
采访者：除了我们上面谈过的问题以外，对您来说有其他事件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何教授：我都是很平常的，没有什么特别。 
采访者：就是有什么事情特别有趣，能够回想起来的，平常事也可以啊。
何教授：真的没什么，我们反正就是上课，晚修辅导，做实验，不过呢，我觉得你们同学之间，大家要互相关心，帮助。我曾经遇到一个学生，哪一年我就记不起来了，因为年年都这么上课。有一个学生，他是个男生，穿着比较朴实，整天学习无精打采的，一直都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一直学习不好，很差。虽然我们是大班上课，但是这些方面有时候我们会观察得到的。上大学有班主任管，不过我觉得有些时候跟任教老师说没那么约束，和带班的老师说反而会更加约束，后来我就找他谈了。
采访者：谈了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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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教授：我问他为什么整天精神不好，学习又不好，他就告诉我，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困难，因为自己上了大学，让家庭负担更加重了，觉得自己对不起父母，不想读了。我说既然你知道父母不容易，家庭条件不好，你就更应该努力读书。你们说是吧？
采访者：对啊，要更努力读书啊！
何教授：他每天就只吃青菜，一个星期只是吃一顿肉，不敢多吃。我告诉他怎样都好，这几年都要坚持下去，认真学习。我鼓励他一个星期尽量增加吃肉的次数，毕竟当时学习任务也很重，需要补充营养。父母这么辛苦地供你上大学，就希望你将来出来工作，回报家庭。从这次谈了以后，他就转变了，精神也好了，学习也上去了。
采访者：那他后来怎样呢？
何教授：后来就不清楚了，毕业这么多年，应该是80年代初期的事情了。这件事虽然是件小事，但对他来说是件大事了，让他有所改变。我觉得你们同学之间应该要互相关心体谅。作为老师，最高兴的应该是看到自己的学生重新振作，努力读书。
采访者：你们现在还有联系吗？
何教授：没有了。所以呢，你们同学之间还是很需要沟通的，有困难，不开心时，有人谈谈都是很好的，心情会不一样的。
采访者：对啊！在教学期间还有一些同事，教授令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何教授：在这里也有很多很不错的老中医，无论在医术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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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方面，他不分你是什么人，不论贫富，都是那么用心地去帮病人看病。
采访者：嗯嗯。
何教授：最近报纸上不是经常表扬袁教授的事迹吗？你们都听说过了吧？
采访者：嗯，我们都有看到报纸，也听说过了。
何教授：像袁教授这样的医生就很不错了。我觉得作为医生就需要有这么高尚的医德，你们现在的年轻人一定不能忘了“医德”这两个字的重要性。医生的思想很重要，要多关心病人，无论贫富。最后我再次强调作为一个医生“医德”是很重要的，这点就要靠你们自己去培养了，当然医术也很重要，而那些就需要你们以后在上课实践的过程中努力学习了。
采访者：我们会牢牢记住的，您在教学、制作标本和实验过程中还有一些有趣，深刻的故事吗？
何教授：哈哈……这些就没有了，我们很平淡的，一生很普通的。
采访者：平凡普通的人生也是很有意义的，教师育人已经是件很伟大的事情了。最后，很感谢何教授接受采访。谢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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